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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瓦格纳定律”：
中国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顾　昕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５８）

摘要：政府规模的变化，尤其是政府规模膨胀即政府增长，无论是对于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

的学术研究来说，还是对政府改革的实践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增长对中国政府规模可能的助长，即瓦

格纳定律在中国是否适用，自然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论题，结论看起来莫衷一是。这些研究启示我们，

对于政府增长的研究需要特别关注如下几个问题：①结构性和制度性变革因素的外生冲击；②不同公共支出

领域的情形；③经济发展阶段性对政府增长的影响；④不同公共支出类型的作用。唯有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

有关中国政府增长的实证性研究才能分别在政府增长的多元决定因子、政府增长的功能、政府增长的极限、社

会保护和社会福利对政府增长的影响以及公共财政治理对政府增长的影响等领域作出贡献，并就中国公共

财政治理变革给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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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规模（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既是一个
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二十世纪的多数
时期，政府规模的扩张，即政府增长（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或公共部门增长（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成为
一种常态①。即便是在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
革命引领的全球性福利国家转型浪潮中，发达国
家中的政府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
比重也没有实质性的降低，只是在福利提供的制
度安排（尤其是其中所涉的国家－市场－社会的
关系）上发生了不少变革，这一现象在社会政策研
究领域中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新政治学”②。换言
之，即便是在所谓“福利国家收缩”的年代，政府规
模或许停止了增长，但却没有收缩。

当然，对政府增长这一现象，不同学者基于不
同的理据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所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认定，

如果政府权力不受到约束，政府规模的扩张总是
对特权利益集团有利，因此政府越小越好，但是，
古典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这一思想认定政
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上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市场制

度的建设与维护上更是不可或缺的。秉持这一传
统，持古典自由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
者大都认为，政府孱弱固然不利于经济增长，但达
到了一定规模之后，进一步的政府增长就会损害
经济增长。在全球性民营化的大潮中，国家收缩
或政府瘦身至少在发达国家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

变革之道③，尤其是公共管理改革之道④。政府瘦
身的呼声在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诸多出版物中尤

其高涨⑤。

但是，相反的观点也在众多重量级学者那里
得到了发展。早在十九世纪后叶，德国经济学家
阿道夫·瓦格纳（Ａｄｏｌｐｈ　Ｗａｇｎｅｒ）就提出了后来
学者所谓的“瓦格纳定律”，即经济增长必然引致
政府增长，而且政府职能超越了亚当·斯密所说
的保障产权、维护契约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范围，正
是现代化进程进步性特征的一种显示⑥。到了

２００４年，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皮特·林德特（Ｐｅ－
ｔｅｒ　Ｈ．Ｌｉｎｄｅｒｔ）的两卷本巨作《公共部门的增长》

获得了美国社会科学史协会和美国经济史协会颁

发的两个最佳图书奖，该书通过对１８世纪以来长
程历史统计数据的分析显示，政府在社会政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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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即民生领域）增加支出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增长
反而能促进经济增长⑦。
抛开学术争论，在政治与公共行政的现实世

界中，政府规模的扩张固然无时无处不在，但出于
种种考虑，执政党和政府主动缩减政府规模的呼
吁和举措也不时出现。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终结
大政府的呼声不绝于耳的美国⑧，也同样发生在
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以构建更加精
简、高效的政府为目的，对党和政府先后进行过七
次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机构精简⑨。关于机构精
简重要性的宣示，在执政党的官方出版物以及党
和政府领导人的言论中屡有出现。１９８２年１月，
邓小平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的

会议上讲话，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是对
体制的革命”⑩。
中国政府的瘦身力度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

见，可是，对于机构精简的实效却众说纷纭。问题
在于：近三十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增长的出现，中
国政府是否也在增长？换言之，“瓦格纳定律”是
否适用于中国？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综述，对这一
问题进行初步考察，总结既有研究的成果，探究未
来研究的方向。

一、“瓦格纳定律”的分解与检验

考察政府规模是否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在经
济学中被称为“瓦格纳定律的检验”，然而，正如经
济学中的不少定律或定理（如科斯定理）一样，“瓦
格纳定律”并非由瓦格纳本人提出并加以阐述，而
是后来学者不断阐释的产物。实际上，在当时，瓦
格纳的经济学论述与哲学论述交融在一起，与当
今世界的经济学论述有很大的差别。瓦格纳并不
会以实证经济学的方式提出“瓦格纳定律”，因此，
这一定律有很多版本，涉及的命题很多，有些命题
是瓦格纳本人明确阐述的，有些是瓦格纳论述中
隐含的，有些则是其他学者依据瓦格纳的逻辑引
申出来，还有一些则是试图修正或超越瓦格纳思
想而提出的新命题，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中关于
政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命题。无论是用哪一国或
哪些国家为案例来检验“瓦格纳定律”，首先必须
做的一项工作是对这一定律进行分解，使之转变
为可检验或可证伪的假说或命题。
综合诸多文献，本文将瓦格纳定律分解如下：
第一，一个实证性命题，即随着经济增长，政

府活动不断增加，于是政府规模不断增大。为了
行文方便起见，本文称之为“瓦格纳基础命题”，对
这一命题的检验，自然是绝大多数有关政府增长

文献的基本内容之一。
第二，诸多解释性命题，从各种经济、政治甚

至社会因素来解释政府增长的“瓦格纳基础命
题”，其中，重要的解释性命题可列举如下：

（１）“瓦格纳工业化－城市化命题”，即工业化
和城市化导致经济体系复杂化，引致法律的增多
和完善，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增加，从而导致
公共部门的成长。工业化命题是瓦格纳自己阐述
的，而城市化命题显然可以从工业化命题中衍生
出来瑏瑡。

（２）“瓦格纳公共服务高需求收入弹性命题”
（简称“瓦格纳公共服务命题”），即居民收入水平
的提高必然会导致民众对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
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需求的增长，从而推动政府增
加公共服务供给，由此导致政府增长瑏瑢。与此相
关的一个命题是所谓“鲍莫尔效应”（Ｂａｕｍ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或“鲍莫尔成本病”（Ｂａｕｍｏｌ’ｓ　ｃｏｓｔ　ｄｉｓ－
ｅａｓｅ），即无论民众的需求如何，包括教育、医疗和
社会照顾等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始终会保持增

长瑏瑣。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长，而公共服务
成本也呈现自然增长之势，政府规模自然会增大。
第三，两个规范性命题，即①政府增长对于经

济增长有促进作用；②政府增长对于社会进步有
促进作用。瓦格纳直接提出了第一个命题，而第
二个命题可以从其论述中引申出来。在这里，瓦
格纳规范性命题存在着一个内生性困惑，即究竟
是经济增长推动了政府增长，还是政府增长推动
了经济增长。瓦格纳本人对于正向和逆向因果性
并未加以区分，在论述经济增长必然推动政府增
长的同时，也断定政府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
用，并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增长对于一个
“进步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瑏瑤。现在，政府增
长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命题在相关文献中一般又

被称为“凯恩斯命题”或“瓦格纳－凯恩斯命题”。
尽管凯恩斯本人并未提出如此简化的命题，但这
一命题基于凯恩斯主义范式可以得出，对于这一
命题，常常在检验瓦格纳定律的相关文献中一并
得到检验瑏瑥。
当然，上述两个规范性命题都可以转化为实

证性命题。哈佛大学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
巴罗（Ｒｏｂｅｒｔ　Ｊ．Ｂａｒｒｏ）发现，政府增长对于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呈现为倒Ｕ型曲线，即在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的阶段，政府增长可促进经济增长，但一
旦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政府规模再增长就
会损害经济增长瑏瑦。这个实证性命题后来在文献
中被称为“最优政府支出律”瑏瑧，又被简称为“巴罗

６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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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瑏瑨。
除了上述分解后的 “瓦格纳基础命题”之外，

还有三个理论假说与政府规模理论息息相关。一
是公共选择学派宗师詹姆斯·布坎南（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参与提出的“利维坦假说”（通称布伦
南－布坎南利维坦假说），其包含两个子命题，即

①由于政府官员形成一个追求自身膨胀的利益集
团，政府规模膨胀在所难免，从而最终走向利维坦
（一个传说中的巨大怪兽），但②财政分权化有利
于约束甚至遏制政府的利维坦化瑏瑩；二是针对利
维坦假说（尤其是其中的子命题②）给出的反命
题，由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奠基人奥茨（Ｗａｌｌａｃｅ　Ｅ．
Ｏａｔｅｓ）提出，通称“奥茨假说”，即财政分权化引发
的政府竞争并不具有约束地方政府规模增长的功

效，而财政集中化也不能抑制利维坦的成长，利维
坦是一种神奇的巨灵，其成长因子令人琢磨不
透瑐瑠；三是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阐发的全球化引致大政府命题，即
经济越开放，政府规模越大瑐瑡，这个命题在后续的
文献一般被称为“罗德里克全球化命题”（以下简
称“罗德里克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揭示了瓦格
纳定律中政府增长的一个贡献因子。

二、“瓦格纳定律”的全球性争议：公共
部门是否随经济增长而增长

上述的诸多命题均激发无数学者基于单个国

家或跨国的数据不断加以检验，其中每一个命题
的检验几乎都会由于样本不同而引发不少争议。
限于篇幅，本文只关注“瓦格纳基础命题”，即公共
部门是否随着经济增长而持续不断地增长，事实
上，对这个经验性命题是否成立，争议不少。
一般认为，瓦格纳定律对于工业化发达国家

来说基本上是成立的，例如，一项针对２３个经合
组织（ＯＥＣＤ）成员国的研究显示瓦格纳定律总体
来说是成立的，而且对于正处在赶超阶段的成员
国来说更是如此瑐瑢。但正如前述“巴罗规则”所揭
示的，一来瓦格纳定律不可能以线性的方式呈现，
二来政府无论如何都有“增长的极限”，因此发达
国家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增长的势头
必定会停止。至于政府增长的极限究竟多高，在
不同地方是不同的，这又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自
然制约（即税负上限不可能无限提高等）瑐瑣、宪政
制约（即关于征税权和举债权的宪法约束）瑐瑤、政
治经济体制约束（如财政分权化或财政联邦主义
对政府增长的限制）瑐瑥以及意识形态或时代精神
（如新自由主义是否兴盛一时等）约束瑐瑦等。

对于后发型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来说，有
关瓦格纳定律的检验得出了很多截然相反的结

论，即便是单就“瓦格纳基础命题”而言也是如此。
一些研究显示，“瓦格纳基础命题”对发展中国家
整体来说不成立瑐瑧，或就某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而言是不成立的，如加勒比地区瑐瑨；或针对一组国
家（如６个非洲国家）不成立瑐瑩；或针对不少单个
发展中国家不成立，如墨西哥瑑瑠、巴西瑑瑡和南非瑑瑢，
但对于印度来说长期而言基本上是成立的，尤其
是在其强力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时期（１９９１～
２００７年），政府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更大瑑瑣。针
对一个国家的研究，研究不同时期的不同文献，结
论是不一样的，例如，针对土耳其，一篇在２００３年
发表的论文判定瓦格纳基础命题在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间是不成立的瑑瑤，而另一篇在２０１５年发表的论
文却发现该命题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间又是成立
的瑑瑥。这表明，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结
构性因素会对经济增长与政府增长的关系产生深

刻的影响。
跨国、跨地区的研究结果更具有复杂性。一

项针对５１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显示，尽管经济增
长和政府增长都有一定的阶段性，但两者之间的
长期关系还是与瓦格纳定律吻合的瑑瑦。对于一些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有一些研究以地方政
府为单位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例如，一项针对
印度１５个邦１９８６～２００９年面板数据的研究发
现，瓦格纳定律总体来说对印度是适用的，而且政
府增长主要是由政府消费而不是政府投资推动

的瑑瑧。
另外一个研究取向是不针对政府财政总支出

来检验瓦格纳定律，而是进行所谓的“去聚合性分
析”，即按照政府职能对财政支出进行细分，考察
瓦格纳定律究竟在哪个公共支出领域有效。马斯
格雷夫（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Ｍｕｓｇｒａｖｅ）等主张将公共支
出拆分成军用和民用，分别研究其随经济增长而
增长的情形瑑瑨。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ｈｌｅｔｓｏｓ等针对希腊

１９５８～１９９３年的研究发现，瓦格纳定律仅对国防
支出成立瑑瑩。Ｍｕｔｈｉ　Ｓａｍｕｄｒａｍ 等对马来西亚

１９７０～２００４年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产出
之间存在着长期相关性，而且公共行政和医疗卫
生的支出与经济产出的关系具有双向性，即瓦格
纳定律和凯恩斯命题同时成立，但对于国防、教
育、农业和发展领域，仅瓦格纳定律成立瑒瑠。２０１７
年，Ａｎｔóｎｉｏ　Ａｆｏｎｓｏ等基于１４个欧盟国家在

１９９６～２０１３年的面板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在某
些国家（如奥地利、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不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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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职能领域中，瓦格纳定律得到确证，例如在荷
兰，环境保护公共支出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情形
格外显著，而在法国，这样的情形出现在住房和社
区维护领域瑒瑡，但是，为什么某些政府职能领域对
经济增长的依赖性较强而另外一些政府职能领域

对经济增长的依赖性较弱，目前尚没有较好的理
论解释。
就政府规模问题的研究常常得出不同的结

论，其中的缘由很多。首先，影响政府规模变化的
因素很多，相当一部分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诸多政
治和社会结构性因素都很重要，因此要给出一个
单一的政府增长理论或许根本不可能；其次，就很
多国家或地区而言，瓦格纳定律或者只在某些发
展阶段才成立，或者只就某些公共支出领域才成
立；再次，经济增长与政府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着
内生性问题，即两者的因果关系究竟如何，哪些变
量构成中间变量或被忽视的变量；最后，政府规模
的度量由于对政府行动的界定存在歧义而富于弹

性，不同度量方式的选择就有可能导致不同结论，
甚至即便采用同一个度量指标，但细节之差就会
影响结论。例如，如果采用政府消费占ＧＤＰ的比
重作为政府规模的度量，分别采用名义值和实际
值计算，来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１９６０年
到２０００年的政府增长，会得出两个略有不同的图
景瑒瑢。
在这里，如何度量政府的规模，显然是一个基

础性的学术问题。大体而言，政府规模度量方式
有两种，即数人头或计金额。数人头即考察公共
部门雇员占劳动力的比重。计金额又有两个方
法：一是从岁入角度看，即考察政府税费收入；二
是从岁出角度看，考察政府支出。从岁出角度度
量政府规模，最为常见的度量指标有三，即政府支
出、人均政府支出和政府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重瑒瑣。
当然，不同学者对于政府支出的内涵和外延有不
同的认定，这也导致最终的定性结论五花八门。

三、瓦格纳定律在中国是否成立

实际上，关于中国政府规模的研究成果众多，
有些论文考察了诸多命题，其中包括“瓦格纳基础
命题”（以下等同于“瓦格纳定律”），但是，单独考
察“瓦格纳基础命题”文献并不多，而且，正如前述
原因，这些文献的结论具有混合性。
首先考察英文文献。

２００５年，Ｄａｍｉａｎ　Ｔｏｂｉｎ采用描述性和列举
性方法来考察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间中国政府规模的
增长，并讨论了瓦格纳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他使

用全国性政府预算内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和国有
单位正式职工的人数作为政府规模的度量，主要
基于对若干社会经济领域（经济建设、社会文化与
教育以及政府行政管理等）的描述，断定瓦格纳定
律对１９７８年进入经济自由化时期之后的中国总
体来说是适用的，因此判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
瓦格纳在１９世纪确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什么
不同瑒瑤。其定性结论如何姑且不论，Ｄａｍｉａｎ　Ｔｏ－
ｂｉｎ对中国政府规模变化的描述不具有系统性和
全面性：首先，他没有考察政府预算外支出；其次，
他也没有关注正在兴起的社会保险，同时，其研究
结论从方法论上看也不具有稳健性。
更多的研究是以省为单位，运用计量分析方

法，来检验“瓦格纳定律”是否在中国成立。

２００４年，陈建勋基于１９８６～１９９８年省级面
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化对政府规模的影响，他并
未对瓦格纳定律本身进行验证，而是对从中衍生
出来的三个命题进行验证，即①利维坦假说，即政
府规模有内在的膨胀之势，但财政分权化有可能
对此有阻滞作用；②奥茨假说，即财政分权化并不
具有遏制政府走向利维坦的功效，反而会促使地
方政府规模膨胀；③共谋默契假说，即如果财政分
权化未能遏制政府膨胀，那是因为政府间出现共
谋或者默契，这个假说也由利维坦假说的提出者
提出瑒瑥。陈建勋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改革开放
时代的地方政府否证了利维坦假说而确证了奥茨

假说和共谋默契假说，即财政分权化不仅没有降
低地方政府规模，反而推高了其财政支出水平，其
奥妙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就预算外支出达成

了一种不予严厉控制的默契瑒瑦。尽管并非第一篇
直面瓦格纳定律中国适用性的英文论文，但此文
开辟了运用省级数据研究中国政府规模之先河。

２００５年，Ｚｅ　Ｚｈｕ等完成了使用省级面板数据
检验瓦格纳定律中国适用性的英文论文，尽管没
有发表，但作为著名学府鹿特丹大学伊拉斯谟管
理研究院（Ｅｒａｓｍ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Ｍ）瑒瑧的工作论文，还是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该文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３１个省级行政
区的数据，以政府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作为政府规模的度量，检验了瓦格纳基
础命题、瓦格纳城市化命题、瓦格纳公共服务命题
以及其他相关命题。该文赫然发现了一个与瓦格
纳基础命题不相符的“困惑”，即中国各省的政府
规模随着经济增长实际上在缩小。为了解惑，该
文检验了利维坦假说，发现财政分权化的确有遏
制政府规模扩张之势，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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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一效应，即中央政府转移支付
占省级公共支出比重越高，省级政府规模越大。
该文还发现，人口规模的增加并未引致诸省政府
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因此瓦格纳公共服
务命题似乎不成立，而由此推论，鲍莫尔成本病
（该文未提及这一点）似乎也应该无缘于中国。此
外，该文还指出国有企业亏损是政府预算外支出
的主要消耗口，而经济开放也引致地方政府将更
多公共开支用于改善投资环境，但令人遗憾的是
该文没有注意到罗德里克命题，从而让挖掘理论
意涵的机会白白溜走瑒瑨。总体来说，此文发现中
国政府实属小政府，这与国际文献瑒瑩常常把中国
政府描绘为大政府的既有印象大不吻合。作为第
一篇使用计量方法检验瓦格纳定律在中国是否成

立的英文论文，此文所分析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
仅仅７年，而且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数据未加覆盖，
这使得其研究结果的局限性较大。

２００８年，Ｐａｒｅｓｈ　Ｋ．Ｎａｒａｙａｎ等发表了一篇论
文，基于１９５２～２００３年２４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
据的分析，以人均ＧＤＰ为自变量，对瓦格纳基础
命题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发现瓦格纳基
础命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是成立

的，但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不成立，
对所有省份总体来说也不成立瑓瑠。这篇论文研究
的时间跨度很大，中间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形成、
“文化大革命”和市场转型三个完全不同的时期。
该文强调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计量方法上寻求精

致化，运用了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和格
兰杰因果检验，试图解决因果性问题。此文在政
府规模度量指标的选择上也独树一帜，即选择了
实际政府支出和实际人均政府支出，而不是如其
他文献中常用的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吴木銮等基于中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区１９９８～

２００６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政府规模的决定因
素，同时检验了瓦格纳基础命题，他们发现，瓦格
纳定律在改革开放时代后期的中国是不成立的，
经济越不发达的东部地区，政府规模反而越大，这
一点确证Ｐａｒｅｓｈ　Ｋ．Ｎａｒａｙａｎ等的发现。吴木銮
等还发现，利维坦假说在中国也不成立，即无论是
从收入端还是从支出端来考察，财政分权化实际
上与政府规模正相关，因此并不能抑制政府规模
的膨胀，这一点印证了陈建勋的发现，他们的另一
个发现否证了罗德里克命题，即贸易和投资开放
度与政府规模负相关。与Ｐａｒｅｓｈ　Ｋ．Ｎａｒａｙａｎ等
仅依赖于格兰杰因果检验不同，吴木銮等采用了
广义矩估计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试

图解决反向因果性问题瑓瑡，但是，其在计量分析上
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时间跨度较短，仅仅８年，
他们在开展此项研究期间，更多年份的数据实际
上已经获得了，却没有加以利用；二是仅仅以财政
预算内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的度量，
不仅明显低估了中国的政府规模，即没有将预算
外支出和社会保险支出纳入政府规模的度量之

中，而且有可能对相关结论有所影响。

２０１３年，有研究者未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而
是基于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门
限协整估计法（又可译为“门槛协整估计法”）进行
分析，将这段时间分为两个时期，即改革前时期
（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年）和改革后时期（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
发现在改革后时期，公共支出随国民收入增长而
增长的关系通过了格兰杰因果检验，但在改革前
时期则没有通过格兰杰检验，这表明瓦格纳定律
对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是适用的瑓瑢。
检验“瓦格纳基础命题”在中国适用性的中文

文献相对较多，其结果也是混合性的。

２００５年，李永友等基于１９７９～２００３年的时
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瓦格纳定律在中国并不成
立，至少在１９９４年之前，公共支出的变化与经济
增长不相干。他们将季度数据替代年度数据以增
加样本量之后进行的分析，依然没有改变基本的
结论。通过添加滞后项变量进行分析之后，李永
友等认为中国公共支出的变化主要是惯性因素使

然。李永友等指出，分析所基于的样本量较小，会
影响到研究发现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而时间序列
分析所基于的数据从年度数据改为季度数据之

后，对此有所改善，但并不能根本改变，因此对于
研究结论须持谨慎的态度瑓瑣。

２００５年，汤玉刚等基于１９７６～２００２年的时
间序列数据，考察了政府规模的决定因素，发现工
业化和城市化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改革开放时代中

国政府规模的变化，经济增长也并非影响政府规
模变化的唯一重要因素，而财政分权化和经济市
场化（用非财政性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的
占比来度量）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增长
是推动政府增长的因素，而财政分权化与经济分
权化则是抑制政府增长的因素瑓瑤。此文的缺陷在
于：一是财政分权化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制度因
素，有关财政分权化对政府规模影响的考察实际
上是对布伦南－布坎南利维坦假说的检验，但此
文并未提及这一点，反而认为这一考察是针对中
国经济转型中外生制度变量的考察；二是承认只
针对预算内财政支出的考察会忽略预算外支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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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模变化的影响。此文的睿识在于注意到考
察瓦格纳定律中国适用性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转型

经济的特征，即经济市场化本身意味着很多在计
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使的职能变成市场的职能，这
会引致政府规模缩小，但可惜的是，此文对这一睿
识却没有予以重视。

２００８年，赵石磊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的时间
序列数据分析，发现整体来说瓦格纳定律在这段
时期的中国并不成立，就１９８７年之后的部分时期
又成立了，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很低，即
瓦格纳定律的呈现程度很弱瑓瑥。此文在协整分析
的基础上引入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计量分析的
方法论上有所改善，但基于短暂时期的时间序列
数据分析，依然会因为样本量小的因素影响到结
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对此弱点，此文也是承认
的。

２００９年，有三篇论文直接考察了瓦格纳定律
在中国的适用性。王小利等的论文基于１９５２～
２００６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瓦格纳定律在
中国的适用性具有阶段性或时变性，基本上只是
在１９６０年代中期之前成立，在其他时期并不成
立。具体而言，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财政支出增
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自１９６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７０
年代末，财政支出增长率呈现剧烈波动；１９８０年
代以及此后的时期，财政支出的变化受到制度变
迁的影响，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大幅度减弱瑓瑦。
这表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典型的计划经济
体制下，政府财政收入内生于经济增长，而财政支
出自然也内生于经济增长。
李树生基于１９５２～２００７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曾经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９１
年发生结构性突变，而政府规模则在１９６０年和

１９９６年发生过结构性突变，因此在控制了结构性
突变的情况下重新考察两者的关系，发现瓦格纳
定律总体来说在中国是成立的瑓瑧。此文所基于的
数据以及计量分析结果与王小利等的论文是相似

的，只不过定性的阐释不仅不同，而且是更加精到
的。
与上述两篇论文不同，姚静的论文专注于改

革开放时代，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时间序列数据进
行分析，识别出瓦格纳定律仅适用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这段时期，也就是分税制实施之后的时期。就
此，此文提出，在１９９５年之前，中国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瓦格纳定律失效，经济增长
与政府规模的关系呈现出“转轨效应”，而自１９９５
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政府规模

随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而增大，呈现出“瓦格纳效
应”瑓瑨。此文实际上对前述汤玉刚等注意到的经
济体制转型的影响有所回应，但由于未能引证其
文，也未能采用其文中对经济转型的度量指标，姚
静之文对所谓“转轨效应”基本上停留在点到为止
的境地。

２０１０年，王宝顺对瓦格纳定律和凯恩斯命题
在中国的适用性同时进行了检验，基于１９５２～
２００７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
因果检验，此文发现从长期来看，瓦格纳定律并不
成立，凯恩斯命题也未得到确证，但在某些较短的
时期，国民收入构成财政支出的格兰杰之因瑓瑩。
可是，此文没有清楚地说明，瓦格纳定律成立的时
期究竟是哪些时期。

２０１３年，高军等基于１９５２～２００８年的时间
序列数据，运用一种能够识别非线性关系的门限
协整估计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总体来说瓦格纳
定律并不适用于中国，但在１９９４年之后的十多年
时期，的确出现过政府财政收支的规模随经济增
长而增长的趋势，但认为这段时期的样本量太小，
不足以支撑任何经由统计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瑔瑠。
此文未能将考察的时段延长到论文发表时数据可

获得的２０１１年，是一个遗憾。此文将瓦格纳定律
在中国不成立的理由归结为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

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在这一变
革中，经济有所增长但政府规模有所缩小，恰好是
瓦格纳定律所呈现的关系相反。同前述姚静之文
一样，高军等的论文既没有引证前述汤玉刚等的
论文，也没有对“转轨效应”的影响加以深入剖析，
同时，高军等的论文未能对计划经济时代瓦格纳
定律的时变性加以深入分析，门限协整估计法的
方法论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２０１０年，郭月梅
等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基于
非限制性误差修正模型的边界检验方法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政府支出在中国的改革
开放时期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瑔瑡。２０１５年，贾
凯威对改革开放时代瓦格纳定律的中国适用性进

行研究，其基于的时间序列数据年份增多，从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２年，发现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之
间存在着非对称性门限协整关系，即仅存在经济
增长影响公共支出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由此
可以断定瓦格纳定律在改革开放时代对中国是适

用的瑔瑢。
至此可以看出，关于瓦格纳定律中国适用性

的相当一部分研究，尤其是较为早期的研究，基本
上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但是这一分析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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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样本量不够，而
仅仅针对改革开放时代的分析更是如此，这些研
究的共同结论是瓦格纳定律总体上来说在中国不

大适用。对此现象，有些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即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初期，经济体制
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会对瓦格纳定律产生

反向影响。当然，“文化大革命”对于瓦格纳定律
的中国适用性也构成干扰性影响，可惜的是，对这
些发现的意涵，这些研究都没有深入探究。
与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相比，基于省级

面板数据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更具有可靠性。据笔
者考察，在中文学刊上最早采用后一种计量分析
方法研究政府规模的是孙群力于２００６年发表的
论文，其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２８个省、直辖市或自
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及全国性时间序列数据，对利
维坦假说和奥茨假说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收入分
权化有助于地方政府规模缩小，但支出分权化（尤
其是财政垂直不平衡，即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占地
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有增大地方政府规模之
效，且后者比前者的效力更大，这表明，财政分权
化还是具有抑制地方政府利维坦化的功效瑔瑣。

２００７年，孙群力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省级面
板数据，发现随着实际人均ＧＤＰ的提高，中国地
方政府规模也随之扩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与地
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支持了瓦格纳基础命题
的中国适用性瑔瑤。此文所考察的时期，短于其

２００６年论文，主要原因在于前者考察的是分税制
改革之后的情形。

２０１０年，孙群力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年省级面
板数据，对瓦格纳定律、利维坦假说、奥茨假说和
罗德里克命题进行检验，发现在分税制实施的背
景下，瓦格纳定律在中国总体来说是成立的，但在
东部地区不成立，奥茨假说在全国得到了确证，而
罗德里克命题则得到否证瑔瑥。
前述吴木銮等的英文论文实际上在《公共管

理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是以中文论文首先发表
的，其发现与孙群力２００７年发表的论文相反，吴
木銮等的分析基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的省级面板数
据，样本量反而小于３年前就已发表的孙群力之
文，而且此文也未引证孙群力的这篇论文。

２０１１年，王凯等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２９个省
级行政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长期
还是短期，经济增长都是政府规模的格兰杰之因，
这表明瓦格纳定律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是成立

的，而且对中东西部地区都成立，只是在东部地区
的呈现程度较弱而已瑔瑦。王凯等引证并采用了前

述Ｐａｒｅｓｈ　Ｋ．Ｎａｒａｙａｎ等的方法，但由于考察的时
期不同，因此结论有所不同。针对瓦格纳定律的
考察，王凯等的结论与２０１０年孙群力的发现稍有
不同，但后者只考察了分税制改革之后的情形，而
前者则将分税制改革前后的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都

纳入分析。样本不同，结论不同是不奇怪的。

２０１２年，郑法川基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３０个省
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动态计量模型，同
时检验了瓦格纳定律和罗德里克命题，发现这段
时期中国省级政府规模的变化符合瓦格纳基础命

题，与此同时，罗德里克命题也成立，即对外经济
的发展促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增加服务于经济活动

的公共支出，另一方面也增加社会保护的公共支
出，从而走向大政府。该论文还发现，政府间竞争
（即攀比效应）会助推政府规模增长，这实际上构
成了对利维坦假设的否证，提供了对奥茨假说的
中国验证，并同前文提及的陈建勋的发现相呼应，
但可惜此文既没有引证布坎南、奥茨的研究论文，
也没有提及陈建勋的相关研究瑔瑧。

２０１６年，文雁兵基于１９９４～２０１２年３０个省
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同时检验了瓦格纳定律和
利维坦假说，发现两者在短期内成立但长期不成
立，同时发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成立的瑔瑨。可
是，对数据分析的结果如何解读值得玩味。就瓦
格纳定律长期不成立而言，有可能是东部地区的
政府规模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情形到了一定的阶

段就出现增速放缓甚至停滞不前的情形，也就是
说触及了政府增长的极限；就利维坦假说长期不
成立但“粘蝇纸效应”长期成立而言，合理的解释
应该是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政府财政
汲取能力增强之后转移支付力度也加强，致使相
当一部分省份的政府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

度提高，从而出现本地财政支出也随之增加的现
象，这实际上是利维坦假说的一种间接确证。

２０１８年，邹洋等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３１个省
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尤其是其中财政支出的分
类统计，对瓦格纳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首次进行
了前述的“去聚合性分析”，发现总体来说，政府规
模的确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但 ＧＤＰ每增长１％，
政府财政支出增长小于１％，这显示瓦格纳基础
命题不大成立，但是在民生支出、经济发展支出和
行政管理支出这三个领域，瓦格纳定律是成立
的瑔瑩。此文的一个方法论长处是运用差分ＧＭＭ
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以克服内生性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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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政府增长研究的若干问题

从前文的综述来看，无论是基于跨国样本，还
是基于单个国家样本，尤其是基于中国样本，对于
瓦格纳定律适用性的研究，结论往往莫衷一是。
这种情况的出现本身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不同的
文献所分析的样本是不同的，而度量指标和分析
方法有时也有不同，结论自然会有不同。尽管如
此，关于瓦格纳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并不应该停
留在莫衷一是的境况，而是需要基于分析结果给
出准确而精妙的解释，可是，恰恰在这方面，既有
文献是差强人意的，基本上均停留在对各自计量
分析结果的简单定性陈述，既缺乏分析性阐释，也
缺乏与已有文献中的重要发现进行对话并加以整

合的努力。前文的文献，除了早期研究之外，只是
更新了所分析的数据并在计量分析方法上稍作调

整，均未充分系统地引证已有文献，形成了自说自
话、简单重复的局面；只是努力完成计量分析本
身，但却忽视对计量分析结果的理论提炼和阐释，
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计量类论文的通病，中外皆然，
这也导致很多基于计量分析的“实证研究”往往陷
于一种徒具方法精致性的就事论事而已。
为了避免关于政府增长的研究陷入就事论

事、自说自话和简单重复的境地，未来的研究有必
要在如下几个方面深入探究：
首先，重视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探究

瓦格纳定律在中国具有时变性的根源。重视这一
点既具有理论意义，也能充分展示中国经济发展
的特色。
政府增长或公共支出增加的决定因子众多，

而瓦格纳定律所揭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中介变量只不过是众多决定因子的一部分而

已，因此，瓦格纳定律（尤其是瓦格纳基础命题）在
特定时期针对特定样本是否成立，往往受到多重
因素的影响，在计量分析中如何控制其他因素非
常重要。
在政府规模的多种决定因素中，结构性和制

度性因素非常重要。由于某些非经济力量的作
用，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会有一些时期出现
经济与政府在结构或制度上的大变化，因此，如前
述针对土耳其和中国的一些实证研究所显示的，
瓦格纳定律的适用性往往呈现出所谓“时变性”特
征，这就不奇怪了。倘若只是发现存在着时变性，
而不考量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或者考量的
方式不同，对瓦格纳定律适用性的检验就会得出
不同的结论。

就中国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自１９５２年以
来的系统性统计数据是可获得的，如果基于１９５２
年以来的数据对瓦格纳定律的中国适用性进行系

统性的考察，必须对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严加关
注。
自１９５２年以来，中国一共经历过如下重要的

结构和制度转型期，而这些历史时期相互之间有
一些重叠：①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期，基本上在

１９５０年代；②计划体制冲击期，中国在１９５０年代
末期的“大跃进”和１９６０年中期到１９７０年中期的
“文化大革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结构和政
府机构都形成了巨大冲击；③计划体制恢复期，基
本上在１９７０年代；④经济体制转轨期，基本上从

１９７９年开始；⑤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期，基本上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⑥市场经济体制成长期，基本上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
在市场转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和准国

有部门近乎“一统天下”，私营部门的规模微乎其
微，而国有和准国有部门的经济社会活动基本上
都纳入国家计划。在这一时期，以财政支出相对
值来度量的政府规模是否随经济增长而增长，或
者说瓦格纳定律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这本身就
是一个具有学术意义的论题，但是，对于这一论
题，如果仅仅运用全国性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一来
样本量太小，二来其间还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
命”这种外生性结构性巨变所产生的震荡性影响，
导致经济增长和政府规模都出现波动，瓦格纳定
律自然不可能有效。如果在计量分析中不把这些
因素剔除，那么对于自１９５２年以来瓦格纳定律中
国适用性的研究，必定是不大可靠的。如果运用

１９５０年代以及１９７０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省级面板
数据进行分析，并与苏联和东欧进行比较，还是可
以得出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的结论，可惜，迄今为止
未有论文对此进行专题研究。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瓦格纳定律是否适用

的研究，也出现了莫衷一是的现象，基本上有三个
原因：一是这段时期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效应”
本身会消解瓦格纳定律，甚至会出现逆瓦格纳定
律现象，即经济增长反而与政府规模收缩相伴随；
二是制度性变革，即财政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后
某种程度的财政再集中化，对政府规模的变化产
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出现了政府规模增长极限效
应，由此，瓦格纳定律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发展阶段
才有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增长的极限极有
可能在经济进入后初期发展阶段的东部地区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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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存在，
瓦格纳定律的中国适用性一定会出现所谓的时变

性或笼而统之的非线性，即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瓦格纳定律中国适用性的时变性，在改革开

放时代更具有复杂性。改革开放时代的本质特征
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市场转型的
过程中，至少有三种方向不一的力量塑造着政府
规模的变化，其作用力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不同时
期都有呈现但力度有所不同。一是转轨效应本
身，即市场转型过程本身是一个政府瘦身的过程，
在政府逐渐放松禁令或日渐鼓励的情况下，民营
部门的成长本身必然导致公共部门的缩减，无论
是以就业份额还是以产出份额来度量；二是市场
力量的释放，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民营化，
会引发社会保护的发展，而在中国，政府在社会保
护制度建设上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因此政府规模
又会增大；三是既承继计划经济的遗产又呈现东
亚政治经济的特色，中国政府逐渐演变为建立在
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即政府运用各种市场经济中政策工具，
试图驾驭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瑖瑠，在此过程中，政
府增长是可见的。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５年，可以说是中国市场转

型的初期阶段，其特征是市场力量的释放，也就是
前述文献中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在这一时期，
国有和准国有企业的破产制度和失业制度相继形

成，并在１９９０年中期形成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
浪潮瑖瑡。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弱化了国有单位
的社会保护职能，但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的社会保
护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中
国政府规模呈现出缩减的态势。
实际上，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

府就开始致力于重建社会保护体系，这一进程从

１９９８年起明显加速，首先是社会保险体系的建
设，随后是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设瑖瑢，尤其是自２００３
年胡锦涛－温家宝主政以来，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成为国家新发展战略瑖瑣，自此中国政府的社会支
出水平大幅度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
社会保险支出在促进社会保护发展的过程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不可
忽略作为公共支出重要内容的社会保险支出。
与此同时，在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８年两次金融危

机的大背景下，东亚型发展主义在中国兴起瑖瑤。
伴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不断推出，中国的发展型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不断增多。社会保护和经济
干预的双重推动，促使中国政府重新走上了通往

大政府之路。
其次，对政府规模进行去聚合性分析，通过对

不同财政领域公共支出的分析，揭示瓦格纳定律
发挥作用的机制。
实际上，去聚合性分析无论是在跨国研究还

是在针对单个国家的研究中，已经成为国际文献
中的一个重要潮流，但迄今为止，对瓦格纳定律中
国适用性的研究，很少开展去聚合性研究。
当然，重视这一点并非为了追赶“学术时尚”，

而是有着深刻学术意涵。不同领域的公共支出有
着不同的公共功能，有些领域的公共支出随经济
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较高，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弹性较大，但另外一些领域的公共支出具有一
定程度的刚性。如果对公共支出进行聚合性分
析，那么就无法识别出瓦格纳定律发挥作用的有
效领域，也无法澄清瓦格纳定律发挥作用的显著
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英文文献还是中文
文献，即便是对瓦格纳定律的适用性开展了去聚
合性分析，但往往对分析结果停留在就事论事型
的解读，极少能进一步发掘相关分析结果的理论
意涵。
同时，将社会保险支出纳入政府增长的研究，

将有助于去聚合性分析，并有助于解释社会保护
或民生保障的成长对于政府增长的重要性，从而
丰富并细化对瓦格纳定律的解释。
再次，重视对政府增长极限的研究，这既有理

论意义，也能挖掘中国政府增长的地区差异，从而
为地方治理尤其是政府改革的研究提供新的视

角。
如前所述，一些瓦格纳定律中国适用性的研

究，无论中英文文献，都识别出一些地区差异性，
即在改革开放时代，瓦格纳定律基本上在中西部
地区得到了验证，但在东部地区则不然。可是，这
些研究对这一发现多仅仅停留在直观的、简单的
和就事论事的陈述，即判定瓦格纳定律在中国仅
具有局部性的适用性，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探究。
实际上，这一发现至少与两个理论问题相关：一是
瓦格纳定律仅仅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显现，这一
点需要通过跨国研究和单个国家的研究加以验

证，而有关瓦格纳定律中国适用性的研究恰恰能
为此作出贡献；二是政府规模具有增长的极限，即
当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或达到一定水平，政府
增长就会停止，甚至还会在某些外生条件下出现
政府收缩现象，而有关瓦格纳定律在改革开放时
代中国东部地区不大适用的发现恰恰能为有关政

府增长极限的研究作出贡献。当然，对于一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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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而言，政府增长的地区差异性本身不仅是重要
的学术论题，也具有丰富的政策意涵。
最后，有必要调整对公共支出的度量，更加系

统、完整地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
目前来看，无论是跨国研究还是针对单个国

家的研究，对于政府规模的度量往往只限于政府
财政预算支出，而不包括社会保险支出，这无疑具
有很大的局限性，导致相关研究对于社会保护在
瓦格纳定律中的作用机制不甚明了。
关于中国政府增长的研究，最为常用的政府

规模度量指标是政府财政预算内支出占ＧＤＰ的
比重。正如前文所述，使用这一指标所观察到的
政府规模，也往往在２０％以下，这意味着无论如
何中国政府都是标准的小政府，与“利维坦”实在
搭不上界，然而，这样的观察结果显然不符合中国
的国情。事实上，无论不同的论者对于大政府或
小政府持有何种规范性评价以及对中国政府会提

出何种批评或期待，但有关中国政府实为大政府
的认定，还是得到广泛承认的一种印象，现在需要
做的是基于切实的数据对这种印象进行严谨的检

验。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基于政府财政预算内

支出计算出来的政府规模显然会极大地低估中国

政府真实的规模。要度量真实的中国政府规模，
必须将如下三种公共支出纳入度量：①预算外支
出对于中国政府行动的重要性已是众所周知，因
此应该纳入对政府规模的度量。无论是中国还是
其他许多国家，社会保险都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其支出毫无疑问也应该纳入公共部
门支出；②政府投资，哪怕仅仅考虑政府的直接投
资，而不考虑政府强力引导甚至动员起来的民间
投资（在中国政府文件中常称之为“社会资本”），
也是公共支出非常重要（甚至举足轻重）的组成部
分之一；③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依然处在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中，其公共部门的规模
庞大，其国有单位职工福利的支出应属于公共支
出的范畴。
当然，将国有企业职工福利支出纳入公共支

出，比较容易引起争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
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行使着社会安全网的职能，这
在所有计划体制国家中都一样，然而，在中国，单
位行使的社会职能更加广泛，为正式职工提供着
“从摇篮到墓地”的一揽子社会福利，对于民众的
社会福祉来说也更为重要，成为“微型的福利国
家”瑖瑥。尽管单位福利的给付水平由于经济发展
水平的低下而低下，但这些福利实际上是一种国

家福利，将单位福利称为“在职福利”，并与市场经
济中的“在职福利”以及福利多元主义相提并论瑖瑦

会有误导性。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改变“企业办社会”的格局，将社会职能从国
有企业剥离出去瑖瑧，并开始建立覆盖所有企业雇
员的社会保险制度，这一转型过程在１９８０年代中
后期起步，自１９９５年之后在国有企业中全面铺
开，之后极为缓慢地拓展到事业单位。在此转型
过程中，国有单位以及准国有单位（即集体所有制
城镇单位）的福利提供职能逐渐弱化，但在社会保
险缴费之外，这些单位大多依然程度不等地为在
职职工和离退休、退职职工提供一些补充性福利
给付，与此同时，这些单位还为“不在岗职工”支付
一定的生活费。
可以说，即便中国的市场转型一直在前行，但

所谓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依然承担着一些本

来应该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护职能，而这类职能
的履行与市场经济体系中各类组织的雇员福利并

不一样。单位福利从国家福利向雇员福利的转型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何时才真正结束，并没有定
论。尽管单位职工福利费用及其离退休、退职人
员生活费用的官方统计数据自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１年
之后就不再发布瑖瑨，但是对中国日常工作与生活
有切身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类费用依然是国有
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重要的开支，当然这些开
支的一大部分并不直接出自政府财政，而是来自
这些国有单位的“创收”。
为了更加贴近现实，有必要把预算内支出、预

算外支出、社会保险支出和单位（国有和集体所有
制）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不在岗职工生活费均纳入
中国公共部门支出的范畴，对政府规模或公共部
门规模进行研究，当然，对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公共
支出既可以开展聚合性分析，以显示整体规模，也
可以开展去聚合性分析，以探究不同公共支出类
型在瓦格纳定律发挥作用中的不同影响。

五、结语

政府规模的变化，尤其是政府规模的膨胀即
所谓政府增长，无论是对于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
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来说，还是政府改革
的公共政策实践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增长
的决定因子无疑是多元的，但经济增长对政府规
模可能的助长（即瓦格纳定律的适用性）是一个重
要的学术关注点。由于经济增长助长政府规模的
机制不同，瓦格纳定律呈现出不同的版本，又由于
政府规模其他影响因子的涉入，瓦格纳定律的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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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题也不少，因此，对于瓦格纳定律究竟在何时
何地显效，成为相关学术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瓦格纳定律在中国是否有效，这自然成为国

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论题，相关研究成果众多。
由于不同的研究所基于的样本不同，采用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路径也有微妙的差别，因此结论看起
来莫衷一是，但是，穿透多种多样的发现所形成的
迷雾，我们依然可以辨别一些具有较高确定性的
情形，即瓦格纳定律有可能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成
长期和稳定期来说适用、对于经济体制转轨初期
不适用、对于市场经济形成期和成长期适用以及
对于处于经济发展较低水平的地区成立适用。
关于瓦格纳定律中国适用性的既有研究启示

我们，对于政府增长的研究需要特别关注如下几
个问题：第一，结构性和制度性变革因素的外生冲
击；第二，不同公共支出领域的情形；第三，经济发
展阶段性对政府增长的影响；第四，不同公共支出
类型的作用，尤其是预算外支出、社会保险支出和
公共部门组织职工福利支出。唯有对这些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有关中国政府增长的实证性研究才
能走出就事论事的格局，分别在政府增长的多元
决定因子、政府增长的功能、政府增长的极限、社
会保护和社会福利对政府增长的影响以及公共财

政治理对政府增长的影响等学术领域作出中国的

贡献，并就中国公共财政治理的变革给出更具有
针对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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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２０１２，Ｖｏｌ．３４，Ｎｏ．６，ｐｐ．８９０－９０５）。

瑏瑦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Ｂａｒｒ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０，Ｖｏｌ．９８，Ｎｏ．５，ｐｐ．Ｓ１０３－Ｓ１２５）。

瑏瑧参见 Ｇｅｏｒｇｉｏｓ　Ｋａｒｒａｓ：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ｉｚ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９９６，Ｖｏｌ．３４，Ｎｏ．

２，ｐｐ．１９３－２０３）。

瑏瑨参见Ｊｕｉｎ－ｊｅｎ　Ｃｈａｎｇ，Ｈｓｉａｏ－ｗｅｎ　Ｈｕｎｇ，Ｊｈｙ－

ｙｕａｎ　Ｓｈｉｅｈ，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
ｖｅｒ－ｅｎｔｒｙ（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

Ｖｏｌ．１０９，Ｎｏ．１，ｐｐ．１３７－１５１）。

瑏瑩参见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ｒｅｎｎａｎ，Ｊａｍｅｓ　Ｍ．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Ｔａｘ：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瑐瑠参见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Ｅ．Ｏａｔｅｓ：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５，Ｖｏｌ．

７５，Ｎｏ．４，ｐｐ．７４８－７５７。

瑐瑡参见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Ｗｈｙ　ｄｏ　ｍｏｒｅ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ｉｇｇ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１９９８，Ｖｏｌ．１０６，Ｎｏ．５，ｐｐ．９９７－１０３２）。

瑐瑢参见Ｓｅｒｅｎａ　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ａ，Ａｎｄｒｅａ　Ｚａｇｈｉｎｉ：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　ｉｎ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Ｖｏｌ．１２，Ｎｏ．２，ｐｐ．１４９－

１６４）。

瑐瑣参见 Ｂｒｕｎｏ　Ｆｒｅｙ：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ｏｒｔｅ，Ａｌａｎ　Ｐｅ－
ａｃｏｃｋ：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１９８５，ｐｐ．１０１－１１８）。

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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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参见Ｊａｍｅｓ　Ｍ．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１９９１）。

瑐瑥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Ｍａｒｌｏｗ：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ｉｚ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１９８８，Ｖｏｌ．５６，Ｎｏ．３，ｐｐ．

２５９－２６９）；Ｐｈｉｌｉｐ　Ｊ．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ｉｚｅ：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１９８９，Ｖｏｌ．

６２，Ｎｏ．１，ｐｐ．６３－６９）；Ｊｏｈｎ　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Ｈｅｎｄｒｉｋ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ｉｚ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９８，Ｖｏｌ．５，Ｎｏ．２，ｐｐ．１７１－１８６）。

瑐瑦参 见 Ｋｕｒｔ　Ｓｃｈｍｉｄｔ：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ｏｒ，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　ａｓ　ａ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ｏｒｔｅ，Ａｌａｎ　Ｐｅａｃｏｃｋ：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１９８５，ｐｐ．１１９－１３１）。

瑐瑧参见Ｒａｔｉ　Ｒａｍ：Ｗａｇｎｅｒ’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ｉｍｅ－ｓｅ－
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１１５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１９８７，Ｖｏｌ．６９，Ｎｏ．２，ｐｐ．１９４－２０４）。

瑐瑨 参 见 Ｉｒｖｉｎｇ　Ｊ．Ｇｏｆｆｍａｎ，Ｄｅｎｎｉｓ　Ｊ．Ｍａｈａｒ：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ａ－
ｔｉｏｎｓ：ｓｉｘ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７１，Ｖｏｌ．

２６，Ｎｏ．１，ｐｐ．５７－７４）；Ｓｕｎｄａｙ　Ｏ．Ｉｙａｒｅ，Ｔｒｏｙ　Ｌｏｒｄｅ：Ｃ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４，

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３，ｐｐ．８１５－８２５）。

瑐瑩参见Ｙａｙａ　Ｋｅｈｏ：Ｔｅｓｔｉｎｇ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
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ｉｘ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１９６０－２０１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１６，Ｖｏｌ．６，Ｎｏ．１，ｐｐ．１－６）。

瑑瑠参见Ｂｅｒｎｄ　Ｈａｙｏ：Ｎ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　ｆｏｒ　Ｍｅｘｉｃｏ（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９４，Ｖｏｌ．４９，Ｎｏ．２，ｐｐ．

２８７－２９４）。

瑑瑡参见 Ｍａｒｃｉｏ　Ｎａｋａｎｅ，Ｍａｒｃｅｌｏ　Ｒｅｓｅｎｄｅ：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　ｆｏｒ　Ｂｒａｚｉｌ：ａ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Ｅｃｏｎｏ－
ｍｉ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ｎｅａ，１９９９，Ｖｏｌ．３，Ｎｏ．２，ｐｐ．７９－９６）。

瑑瑢参见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Ｚｉｒａｍｂａ：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ａｎ　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６０－２００６（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Ｖｏｌ．７６，Ｎｏ．４，ｐｐ．５９６－

６０６）。

瑑瑣参见Ｓａｔｉｓｈ　Ｖｅｒｍａ，Ｒａｈｕｌ　Ａｒｏｒａ：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

Ｖｏｌ．３，Ｎｏ．５，ｐｐ．７７－９１）。

瑑瑤参见Ｆｅｒｄａ　Ｈａｌｉｃｉｏｌｕ：Ｔｅｓｔｉｎｇ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　ｆｏｒ

Ｔｕｒｋｅｙ，１９６０－２０００（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３，Ｖｏｌ．１，Ｎｏ．２，ｐｐ．１２９－１４０）。

瑑瑥参见Ｓｅｄａ　Ｂａｙｒａｋｄａｒ，Ｓｅｌｉｍ　Ｄｅｍｅｚ，Ｍｕｓｔａｆａ　Ｙａ－

ｐａｒ：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９５，ｐｐ．４９３－５００）。

瑑瑦参见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　Ａｋｉｔｏｂｙ，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ａｎ－

ｊｅｅｖ　Ｇｕｐｔａ：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ｖｏｒａｃｉｔｙ，ａｎｄ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２，Ｎｏ．４，ｐｐ．９０８－９２４）。

瑑瑧参 见 Ｓｅｅｍａ　Ｎａｒａｙａｎ，Ｂａｄｒｉ　Ｎ．Ｒａｔｈ，Ｐａｒｅｓｈ　Ｋ．

Ｎａｒａｙ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１２，Ｖｏｌ．２９，Ｎｏ．５，ｐｐ．１５４８－１５５７）。

瑑瑨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Ｐｅｇｇｙ　Ｂ．Ｍｕｓｇｒ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１９８９，ｐｐ．１１６－１１７）。

瑑瑩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ｈｌｅｔｓｏ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ｓ　Ｋｏｌｌｉａｓ：Ｔｅｓｔｉｎｇ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１９５８－９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７，Ｖｏｌ．２９，Ｎｏ．３，ｐｐ．３７１－３７７）。

瑒瑠参见 Ｍｕｔｈｉ　Ｓａｍｕｄｒａｍ，Ｍａｈｅｎｄｈｉｒａｎ　Ｎａｉｒ，Ｓａｎｔｈａ

Ｖａｉｔｈｉｌｉｎｇａｍ：Ｋｅｙｎ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ｇｎｅｒ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ｎｄ－
ｉ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Ｖｏｌ．３６，Ｎｏ．３，ｐｐ．

６９７－７１２）。

瑒瑡参见 Ａｎｔｎｉｏ　Ａｆｏｎｓｏ，ＪｏｓéＡｌｖｅｓ：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７，Ｖｏｌ．２４，Ｎｏ．５，ｐｐ．

３４６－３５０）。

瑒瑢参见蒂莫西·贝斯利：《守规的代理人：良政的政

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７页）。

瑒瑣参见Ａｌａｎ　Ｐｅａｃｏｃｋ，Ａｌｅｘ　Ｓｃｏｔｔ：Ｔｈｅ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ａｔ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２０００，Ｖｏｌ．１０２，Ｎｏ．

１，ｐｐ．１－１７）。

瑒瑤参见 Ｄａｍｉａｎ　Ｔｏｂ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８（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３，Ｎｏ．５，ｐｐ．７２９－７４３）。

瑒瑥同瑏瑩。

瑒瑦参见 Ｃｈｉｅｎ－Ｈｓｕｎ　Ｃｈｅｎ：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ｉｚ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
ｏｍｙ（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ｐｐ．６９９－７０５）。

瑒瑧此学院是伊拉斯姆斯经济学院（Ｅｒａｓｍ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研究生院，隶属于鹿特丹大学。首届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Ｊａｎ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供职于伊拉斯姆

斯经济学院，该学院及其研究生院的经济学基础和应用

研究享有国际声誉。

瑒瑨参见Ｚｅ　Ｚｈｕ，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ｒｕｇ：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ａ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ｈｔｔｐ：／／ｈｄｌ．ｈａｎｄｌｅ．ｎｅｔ／１７６５／７１７５）。

瑒瑩参见 Ｄａｌｉ　Ｌ．Ｙａｎｇ：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ｖｉａ－
ｔｈａｎ：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瑓瑠参见 Ｐａｒｅｓｈ　Ｋ．Ｎａｒａｙａｎ，Ｉｎｇｒｉｄ　Ｎｉｅｌｓｅｎ，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ｍｙｔｈ：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Ｅ－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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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Ｖｏｌ．１９，Ｎｏ．２，ｐｐ．２９７－３０７）。

瑓瑡参见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Ｗｕ，Ｍｉ　Ｌ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ｉｚ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２０１２，

Ｖｏｌ．１５１，Ｎｏ．１－２，ｐｐ．２５５－２７０）。

瑓瑢参见Ｃｈｉｎｇ－Ｙ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Ｃｈｉｈ－Ｗｅｎ　Ｍａｏ：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３，Ｖｏｌ．５，Ｎｏ．１１，ｐｐ．１－１２）。

瑓瑣参见李永友、裴育：《公共支出与国民产出———基

于瓦格纳定律的实证检验》（载《财经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７
期，第１００－１１１页）。

瑓瑤参见汤玉刚、范方志：《财政规模决定：一个经验模

型》（载《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９期，第６７－７２页）。

瑓瑥参见赵石磊：《“瓦格纳定律”检验中的协整与因果

问题──中国的情况》（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

第８期，第１８－２２页）。

瑓瑦参见王小利、张永正：《Ｇｉｂｂｓ抽样条件下瓦格纳法

则的中国有效性研究》（载《统计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

７８－８２页）。

瑓瑧参见李树生：《基于结构突变的瓦格纳定律的实证

检验》（载《经济问题》，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第４－６页）。

瑓瑨参见姚静：《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实证分析──基

于瓦格纳法则的研究》（载《经济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１５期，

第６２－６５页）。

瑓瑩参见王宝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瓦格纳法则

的中国证据》（载《广东商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８

－２３页）。

瑔瑠参见高军、王晓丹：《基于门限向量协整模型对瓦

格纳法则的实证研究》（载《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３年第１３
期，第１８－２０页）。

瑔瑡参见郭月梅、孙群力：《中国的政府支出：基于边界

检验的 Ｗａｇｎｅｒ法则有效性检验》（载《财贸经济》，２０１０年

第１２期，第６９－７３页）。

瑔瑢参见贾凯威：《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

ＭＴＡＲ模型的瓦格纳法则再检验》（载《统计与决策》，

２０１５年第１３期，第１４３－１４６页）。

瑔瑣参见孙群力：《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中国的经验

分析》（载《统计与决策》，２００６年第２３期，第９６－９８页）。

瑔瑤参见孙群力：《经济增长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

响：Ｗａｇｎｅｒ法则的有效性检验》（载《江西财经大学学

报》，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１４－１７页）。

瑔瑥参见孙群力：《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载《财政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３８－４１页）。

瑔瑦参见王凯、庞震、潘颖：《“瓦格纳法则”在中国适用

性研究》（载《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５４－５８
页）。

瑔瑧参见郑法川：《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载《财政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３９－４１页）。

瑔瑨参见文雁兵：《改革中扩张的政府支出规模———假

说检验与政策矫正》（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６年第２
期，第２６－３８页）。

瑔瑩参见邹洋，闫浩：《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瓦格

纳定律再检验》（载《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３０－

３３页）。

瑖瑠参见Ｓｅｕｎｇ－Ｗｏｏｋ　Ｂａｅｋ：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２００５，Ｖｏｌ．３５，Ｎｏ．４，ｐｐ．４８５－４９８）；Ｍａｒｋ　Ｂｅｅｓｏｎ：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９，

Ｖｏｌ．３３，Ｎｏ．２，ｐｐ．５－３９）。

瑖瑡参见Ｅｄｗａｒｄ　Ｘ．Ｇｕ：Ｆｒｏｍ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ｌａｙ－ｏｆｆ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９，Ｖｏｌ．２８，Ｎｏ．２，ｐｐ．２７９－２９７）。

瑖瑢参见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ｕ：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Ｊｏｈｎ　Ｗｏｎｇ，Ｌａｉ

Ｈｏｎｇｙｉ：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Ｗｅｎ　Ｅｒａ：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６，ｐｐ．４０５

－４３６）。

瑖瑣参见Ｅｄｗａｒｄ　Ｇｕ，Ｄａｖｉｄ　Ｋｅｌｌｙ：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　Ｓａｍｉｒ　Ｒａｄｗａｎ，Ｍａｎｕｅｌ　Ｒｉ－
ｅｓｃｏ：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７，ｐｐ．２０１－２２４）。

瑖瑤参见顾昕：《发展主义的发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

式的理论探索》（载《河北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９３－９８
页）。

瑖瑥参见Ｅｄｗａｒｄ　Ｘ．Ｇｕ：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１９９９（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１，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ｐｐ．９１－１１１）。

瑖瑦参见Ｌｅｅ　Ｍｉｎｇ－ｋｗ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

ｆａｒｅ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Ｍａｒｔｉ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瑖瑧参见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ｕ：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１，Ｖｏｌ．

３２，Ｎｏ．１，ｐｐ．１２９－１５０）。

瑖瑨《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０６》最后一次记载单位离退休、

离职人员保险福利费用数据，参见《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０６》

（中国财政杂志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６７页）。《２０１１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最后一次记载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

位不在岗职工的生活费数据。参见《２０１１中国劳动统计

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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